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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链协同”的含义在下文“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的理论机制分析”部分将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
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研究

———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一个比较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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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基于 2008—2016 年的样本数据，分别对北京、上海和广东科技金融“三
链”之整体协同度及子系统有序度进行实证测度，并对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 ( 1) 三地的科技
金融“三链”整体上都处于不协同状态; ( 2) 产业链有序度表现最差，应该对科技金融“三链”整体不协同负更
多的责任; ( 3) 制约“三链”之单链有序度的主要因素，在各地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 1)

统筹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协同发展; ( 2) 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有序性; ( 3) 各地
应针对各自短板，着力提高相应序参量的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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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

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着力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三链协同”①是当前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关键途径［1］。事实上，“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内含着:产业链 +创新链 +
资金链 =科技链金融，而“科技链金融”是“科技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和一个特殊阶段［2］。

所谓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
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3］; 是金融资本以科技创新尤其是以创新成果孵化为新技
术、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为内容的金融活动，对企业技术革新具有保障性，能够推动整个高新技术
产业链加速发展［4 － 5］。显然，科技金融是内含“三链协同”的一种金融模式或金融业态，实施“三链协
同”是科技金融的内在要求。

—32—



郭红兵，徐淑一，曾玉叶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研究

关于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三链协同”，目前学术界尚较少展开探讨。就国外而言，虽然尚
未见诸相关研究，但国外学者关于创新链和价值链“双链融合”的研究( 例如，Hansen and Birkin-
shaw［6］、Ｒoper et al．［7］等) ，对本文的“三链协同”概念和机制研究有一定启示作用。就国内而言，仅有
的几篇针对“三链协同”的研究文献，几乎都是定性研究，如任海峰和何颖［1］和苗军［8］①。付欣然［9］虽
然构建了“三链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模型，但其理论模型只是一个机制图示，并不能用来进行协同度
计算。其实，可做协同度计算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在相关领域已被广泛应用，如: 王宏起和徐玉
莲［10］构建了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基于 2000—2010 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科技金
融发展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汪良兵等［11］采用 2000—2012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 17 个子行业的数据，运
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各行业创新系统的协同度及子系统有序度进行了测度; 刘英基［12］基于
2000—2012 年数据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产业高端化各子系统有序度、子系统
协同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进行了测量; 郑慧和李雪慧［13］构建了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和科技金融子系
统模型及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选取 2001—2012 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近几年，类似研究呈
递增趋势，如刘和东［14］、周海鹏和李媛媛［15］、李玉琼等［16］、鲁洁和秦远建［17］、许强等［18］、夏业领
等［19］、潘娟和张玉喜［20］、李海超和盛亦隆［21］等等。最近，崔志新和陈耀［22］则利用 2005—2016 年数据
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了京津冀科技创新的系统协同度。

纵观现有文献，目前国内外尚没有完全针对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的协同度模型构建和计算，本文
试图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构建和计算分析，本文将对以下问题做出回答:
“三链”的序变量和单链的有序度大小怎样? “三链”的整体协同度大小怎样? “三链”的单链两两协
同度大小怎样? 影响“三链协同”的关键制约因素有哪些? 本文将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将对各地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的发展演变做出贡献。

下面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的理论机制; 第三部分构建“三链”
协同度模型并设计指标评价体系;第四部分测算“三链”的有序度和协同度并进行相应评价，同时对实
证结果进行深度分析;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科技金融“三链协同”的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产业链是以核心企业为主，由产业上游 －中游 －下游环节的企业形成的供需链条。创

新链则是以创新主体及其关系为核心，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商品化直至最终产业化的整个创
新活动的链接结构。而所谓资金链，是指从研发到产业化过程中各种融资方式的资金从投入、运营到
回笼的循环过程②。“三链协同”的基本含义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是
一个以资金链支持创新链、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机制。该机制要求:在产业链的各环节，
有各自所需的科技创新支撑，能够持续有效地支撑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完善产业链; 在技
术创新的各阶段，有各自所需的资金支持，能够持续有效地支持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并形成良性资金
循环。

图 1 显示了资金链的各方根据科技创新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 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张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的不同特点，基于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商品化到产业化这一创新链链条，将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连成一个整体，全方位地为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参与主体提供金融支持，促进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链的成型和优化升级，并从其产出中获得相应的资金回报，最终实
现“三链”的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和良性循环。

三、“三链”协同度模型的构建及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各地科技金融“三链”的协同程度。由于科技金融“三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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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苗军［8］文中“三链”指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而资金链本质上也是一种服务链。

关于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定义的一些综述和评论，详见袁继新等［23］、郭红兵和苏国强［2］、付欣然［9］、鲁洁和秦远建［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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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技金融“三链协同”

被视为一个复合系统①，系统内部又包含若干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因此，在评价模型的选择上，我们参
考刘和东［14］、鲁洁和秦远建［17］等人的研究，采用了孟庆松和韩文秀［24］提出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是以协同学②为基础，可以实际计算复合系统协同度的一类模型，协同是指复合
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序化状态及演化趋势所表现出的共生协调性，而协同度是这种共生
协调性的最佳度量，协同度高低取决于各子系统自身的有序度高低以及子系统之间匹配程度的高低。

( 一)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
参考上述文献，并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首先建立科技金融“三链”复合系统 S = { S1，S2，

S3 }，其中 Sk是复合系统 S的第 k个子系统( k = 1，2，3) ，这里，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产业链( S1 ) 、创新链
( S2 ) 和资金链( S3 ) 。更进一步，Sk = { Sk1，Sk2，． ． ．，Skn}，即 Sk 由若干序参量组成( 详见表 2) 。复合系
统 S的复合协同机制是由 Sk 相互影响及相互协作形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S = f( S1，S2，S3 ) ( 1)

定义 1: S = f( S1，S2，S3 ) 中的 f为复合因子。
对复合系统施加协同作用的实质在于寻找一种外部作用 F，使得在 F 的作用影响下，按照某一评

价准则，复合系统的总体效能 E( S) 大于各子系统的效能之和∑
3

k = 1
E( Sk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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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复合系统具有自然系统与人造系统的双重特点。作为自然系统，系统具有内部的自组织现象; 作为人造系统，外界可以对其实
施遵从一定准则的、有目的的调节管理活动，即该类系统具有他组织的特征。复合系统良性运行的条件是其各个组成子系统之间的协
调发展。详见孟庆松和韩文秀［24］。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系统协同学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 Hermann Haken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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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 S) = E{ F［f( S1，S2，S3 ) ］} = E［g( S1，S2，S3) ］ ＞ ∑
3

k = 1
Ef ( Sk ) ( 2)

定义 2:称满足( 2) 式的 F为科技金融“三链”复合系统 S的协同效应，用 T表示复合系统 S的协
同效应集合，称之为复合系统的协同机制。在协同机制中，一般情况下，协同效果取决于协同作用，不
同的协同作用其效果一般也不相同，因此规定下述定义:

定义 3:假设F0 ∈ T，在一定的评价准则下，使得 g = F0 f，F∈ T，
E{ F0［f( S1，S2，S3 ) ］} = E［g0 ( S1，S2，S3) ］ = optEg ( S) ( 3)

称 F0 为最优协同作用，式中的 opt是系统协同的含义。
对于科技金融“三链”的子系统 Sk，k = 1，2，3，设 ek = ( ek1，ek2，． ． ．，ekj ) 为系统演变进程中的

序参量，其中 j≥ 1，βki ≤ eki ≤ αki，i∈［1，j］。其中，αki、βki 分别为系统稳定状态下序参量分量 eki 的
上限和下限。不失一般性，假定序参量分量 ek1，ek2，． ． ．，ekl1 的取值与系统的有序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即 ek1，ek2，． ． ．，ekl1 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同理，假定
序参量分量 ekl1+1，ekl1+2，． ． ．，ekj 的取值与系统的有序程度负相关，即 ekl1+1，ekl1+2，． ． ．，ekj 的取值越
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因此有下述定义:

定义 4:用 uk ( eki ) 表示序参量分量 eki 的系统有序度，即序参量 ek 的有序度:

uk ( eki ) =

eki － βki

αki － βki
，i∈［1，l1］

αki － eki
αki － βki

，i∈［l1 + 1，j{ ］

( 4)

由公式( 4) 可知，uk ( eki ) ∈［0，1］，其值越大，eki 对序参量 ek 有序度的贡献就越大。在实际系统
中，总可以通过调整 eki 的取值区间［βki，αki］使其有序度定义满足公式( 4) 。

从总体上看，序参量变量 ek对子系统 Sk的有序效应可以通过 uk ( eki ) 的集成来实现。从理论上讲，
子系统的有序度不仅取决于各序参量数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各序参量之间的组合形式，组合形式还决
定了集成法则。一般有两种集成法则: 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根据本文的数据特点，这里我们
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

定义 5:称 uk ( ek ) 是序参量 ek 的系统有序度，即子系统 Sk 的有序度:

uk ( ek ) = ∑
j

i = 1
wiui ( eki ) ≥ 0，wi ≥ 0，∑

j

i = 1
wi = 1 ( 5)

由定义 5可知，uk ( ek ) ∈［0，1］，其值越大，ek对子系统 Sk有序度的贡献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
线性加权求和法中，权系数 wi 的取值应考虑到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发展目标，这反映 eki 在
促进系统有序运行方面所起的作用或所处的地位。

定义 6:假定科技金融“三链”复合系统从初始时刻 t0 演变到时刻 t1，各序参量的系统有序度分别
为 u0

k ( ek ) 、u
1
k ( ek ) ，其中 k = 1，2，3，则定义 t0 － t1 时间段的复合系统整体协同度( Degree of General

Synergy，简称 DGS) 为:

DGS = θ∑
3

k = 1
ηk［| u1

k ( ek ) － u0
k ( ek ) |］ ( 6)

式中: θ =
min

k
［u1

k ( ek ) － u0
k ( ek ) ≠ 0］

| min
k
［u1

k ( ek ) － u0
k ( ek ) ≠ 0］|

，ηk ≥ 0，∑
3

k = 1
ηk = 1，k = 1，2，3

复合系统整体协同度 DGS∈［－ 1，1］，其值越大，表明复合系统整体协同度越高，反之则其协同
度就越低。参数 θ的作用在于，当且仅当 u1

k ( ek ) － u0
k ( ek ) ＞ 0，k∈［1，3］，复合系统才有正的协同

度。复合系统协同度的特征与变化趋势，主要是相对于基期进行考察。
为方便下文对科技金融“三链”协同度进行合理地评价，本文参考冯锋和汪良兵［26］、刘和东［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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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做法，按照协同度值的大小，依次将复合系统划分为协同一致、高度协同、一般协同、低度协同
和不协同五个等级，如表 1 所示。

表 1 复合系统协同度的等级划分

DGS的值 ［－ 1，0］ ( 0，0． 3］ ( 0． 3，0． 7］ ( 0． 7，1) 1

系统状态 不协同 低度协同 一般协同 高度协同 协同一致

(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本文立足于北京、上海和广东区域科技金融发展的实际，基于协同发展的视角，参考和借鉴典型

的科技金融评价体系①，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等 3 个子系统来构建科技金融“三链”协同度评
价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上坚持科学性、权威性、系统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通过优化和筛选，得到
合理的二级指标( 序参量) ，详见表 2。

表 2 科技金融“三链”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

总系统 子系统 序号 序参量 符号

科技
金融
“三链”
复合
系统

产业链
( S1)

1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家) e11
2 规模以上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企业数比重 e12
3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 GDP的比值 e13
4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e14
5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e15
6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 e16

创新链
( S2)

7 Ｒ＆D经费投入强度( Ｒ＆D/GDP) e21
8 规上制造业企业 Ｒ＆D投入占规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 e22
9 每万人 Ｒ＆D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e23
10 万人拥有的科技服务机构数 e24
1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例( % ) e25
12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个) e26
13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e27
14 PCT国际专利受理量( 件) e28
15 技术交易额( 亿元) e29

资金链
( S3)

16 财政科技拨款 /财政支出 e31
17 万人拥有的金融服务机构数 e32
18 金融机构科技贷款占科技经费支出比 e33
19 创业风险投资的投资强度( 万元 /项) e34
20 风险投资机构数 /高新技术企业数 e35
21 风险投资金额( 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收入 e36
22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e37
23 中小板与创业板融资额 /股市融资总额 e38

四、科技金融“三链”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算与评价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北京、上海、广东 2008—2016 年间的数据于表 2 中列出 23 个指标。

本文收集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
产业发展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中国风险投资年鉴》及三地的统
计年鉴和科技年鉴②。由于原始数据计量单位不一致，为消除量纲影响，根据所用模型的特点，我们选
用 min-max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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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是基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7］构建的指标体系，然后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
( 国发〔2016〕43 号) 、《2012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8］、《2016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9］和《“十三五”广东省科技创新规划》
对其进行优化和扩展。

个别数据来自色诺芬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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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表 2 的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对整个系统所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因此在评价复合系统的协同

度时，每个指标需要赋予不同的权重。本文参考金浩和李娜［30］，选择按照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①，熵
值法有较强的数学理论依据，计算步骤如下:

1． 构造评价指标的数据矩阵
令 ij 表示在第 i年( i = 1，2，． ． ．，m) ，第 j个指标的取值( j = 1，2，． ． ．，n) ，共有 m个评价样

本，n个评价指标，则系统标准化数据构成了一个 m × n的矩阵Φ' = ( ' ij ) m×n。

Φ' =

'11 '12 … '1n
'21 '22 … '2n
… … … …
'm1 'm2 … '













mn

( 7)

2．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记第 j个指标的熵值为 kj，则:

kj = － c∑
m

i = 1
fij lnfij，j = 1，2，3，． ． ．，n ( 8)

其中 c = ( lnm) －1，fij =
ij

∑
m

i = 1
ij

，当 fij = 0 时，定义 fij lnfij = 0。

3． 计算各指标的熵权

wj =
1 － kj

∑
n

j = 1
1 － kj

，0 ≤ wj ≤ 1，∑
n

j = 1
wj = 1 ( 9)

按照上述 3 个步骤采用 Excel和 MATLAB软件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三地的三个子系统，发现有如下几个较突出的方面:①产业链子系统方面，

北京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e15)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比率( e16) ”相对更加突出②; 上海的 e11相对更加突出;广东省则在 e12、e13和 e14三个指标上相对更加
突出。②创新链子系统方面，北京的 e22、e25和 e28相对更加突出;上海的 e21、e24和 e27相对更加突出;广
东省则在 e23、e26和 e29三个指标上相对更加突出。③资金链子系统方面，北京的 e32和 e35相对更加突
出;上海的 e34和 e36相对更加突出;广东省则在 e31、e33、e37和 e38四个指标上相对更加突出。

( 二) 科技金融“三链”之序参量有序度测算
为了测算有序度，首先将序参量分量标准化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乘以 100%，得到序参量

分量标准化数据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然后将序参量分量的标准化数据及其上限值和下限值代入( 4 )
式，得到“三链”序参量分量 eki的系统有序度，即序参量 ek 的有序度。

如前所述，序参量有序度取值越大，说明该序参量对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就越大。分析序参量的
平均值，为便于比较，我们取 23个序参量的“有序度平均值”的平均值作为比较基准，大于这个平均值
的称为“高有序度”，小于这个平均值的称为“低有序度”。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序参量“有序度平均
值”的平均值分别是0． 177 0、0． 160 0和0． 162 0。可以看出:①就北京而言，产业链中“有序度高”的序
参量是 e15，创新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是 e22、e26、e27、e28和 e29，资金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
是 e31、e34、e36 和 e38。②就上海而言，产业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是 e12、e13和 e15，创新链中“有
序度高”的序参量是 e21、e22、e25、e27 和 e29，资金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是 e31、e34、e35、e3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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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5) 式中的 wi 和( 6) 式中的 ηk 也采用相同方法确定。

为节省篇幅，下文类似论述只给出指标符号，对应的指标或序参量名称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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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8。③就广东而言，产业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是 e12、e15和 e16，创新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
是 e21、e26、e27、e28 和 e29，资金链中“有序度高”的序参量是 e31、e32、e34、e35、e36 和 e38。

( 三) 科技金融“三链”之单链有序度测算
单链有序度取值越大，说明其对“三链”复合系统整体协同度的贡献就越大，反之则越低。将序参

量有序度 uk ( eki ) 熵值法确定的权重数据代入( 5) 式，得到“三链”之单链有序度，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来看:①就北京而言，北京创新链的有序度高于其产业链和资金链的有序度，均值差异显

著，其走势特别是 2011—2014 年的走势差异较为明显;但 2014 年以后，北京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序度
都呈下降趋势，其资金链的有序度则趋于上升;相比之下，产业链和资金链有序度较为稳定，方差都是
0. 000，创新链则出现大起大落，方差为 0. 003，较不稳定;②就上海而言，2008—2016 年其资金链有序
度的平均值略高于产业链和创新链，历史上资金链和创新链相比二者有序度互有高低，但在近期都显
著下降，而产业链的有序度近期则有上升趋势; 在样本区间内创新链和资金链的有序度都有显著波
动，方差为 0. 001，产业链则相对稳定，方差为 0. 000;③就广东而言，2008—2016 年广东创新链有序度
的平均值在其三链中最高，但只是略高于资金链，且 2014 年以后一致呈下降状态，而资金链的有序度
近期则呈上升趋势;创新链波动性相对较大，方差为 0. 001; 在样本区间三链走势差异明显，缺乏规
律性。

表 3 各地科技金融“三链”之单链有序度

年份
北京 上海 广东

产业链
( S11)

创新链
( S12)

资金链
( S13)

产业链
( S21)

创新链
( S22)

资金链
( S23)

产业链
( S31)

创新链
( S32)

资金链
( S33)

2008 0． 037 7 0． 016 4 0． 044 4 0． 038 9 0． 000 0 0． 066 7 0． 010 2 0． 002 3 0． 066 7
2009 0． 067 5 0． 039 2 0． 067 1 0． 038 6 0． 044 9 0． 036 9 0． 021 2 0． 066 8 0． 070 2
2010 0． 023 0 0． 050 3 0． 066 9 0． 017 0 0． 060 2 0． 041 2 0． 006 2 0． 063 7 0． 067 9
2011 0． 041 9 0． 184 2 0． 039 8 0． 037 6 0． 063 9 0． 095 9 0． 031 0 0． 074 2 0． 045 0
2012 0． 055 8 0． 080 3 0． 054 6 0． 063 2 0． 077 3 0． 088 0 0． 050 4 0． 072 6 0． 088 5
2013 0． 057 9 0． 103 5 0． 044 3 0． 046 5 0． 104 2 0． 090 5 0． 054 5 0． 088 0 0． 052 4
2014 0． 056 0 0． 106 4 0． 058 7 0． 044 1 0． 087 5 0． 035 2 0． 030 7 0． 093 6 0． 034 6
2015 0． 026 9 0． 041 1 0． 037 3 0． 026 4 0． 040 5 0． 041 1 0． 039 3 0． 050 5 0． 036 0
2016 0． 023 6 0． 012 2 0． 092 2 0． 038 0 0． 009 1 0． 024 0 0． 030 1 0． 006 0 0． 050 1
均值 0． 043 4 0． 070 4 0． 056 1 0． 038 9 0． 054 2 0． 057 7 0． 030 4 0． 057 5 0． 056 8
方差 0． 000 0． 003 0．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000 0． 001 0． 000

比较三地单链有序度，由图 2 可直观看出:①就产业链而言，2010 年以前京沪粤三地差异明显，其
中北京产业链有序度最高，上海次之，广东最低，2010 年以后三地产业链有序度差异显著缩小;②再看
创新链，除了个别年份( 如 2011 年) 北京创新链的有序度异常之高，其他年份三地差异很小，甚至表现
出同升同降的趋势;③资金链有序度的表现则有些混乱，三地走势差异明显，但从 2008—2016 年的平
均值来看三地却非常接近，都在 0. 057 上下，只是近期北京上升明显，上海则呈下降趋势。另外，单从
平均值来看，北京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有序度都是三地最高的，上海的资金链有序度为三地最高，广东
的创新链和资金链有序度在三地中都排第二，产业链有序度则是三地最低。

图 2 各地科技金融“三链”之单链有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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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地科技金融“三链”整体协同度

年份 北京
DGS1

上海
DGS2

广东
DGS3

2008 null null null
2009 0． 024 1 － 0． 019 7 0． 038 3
2010 － 0． 023 7 － 0． 027 5 － 0． 031 0
2011 － 0． 118 6 － 0． 046 6 － 0． 043 0
2012 0． 049 5 0． 056 0 0． 054 0
2013 － 0． 065 1 0． 071 0 － 0． 059 6
2014 0． 068 4 － 0． 046 1 － 0． 052 0
2015 － 0． 014 7 － 0． 016 6 － 0． 032 6
2016 0． 000 2 0． 005 7 － 0． 007 3
均值 － 0． 010 0 － 0． 003 0 － 0． 016 7
方差 0． 004 0． 002 0． 002

( 四) 科技金融“三链”之整体协同度测算
综合运用 Excel和MATLAB软件，基于( 6) 式，以 2008年

为基期，我们进一步计算出 2008—2016 年间北京、上海和广
东三地科技金融“三链”的整体协同度，如表 4和图 3所示。

由表 4 和图 3 可见，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三链”协
同度均值都是负的，即平均来说，三地的科技金融“三链”缺
乏协同性。但具体到某个年份，则某些年份又表现出一定
的低度协同，如北京在 2009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
上海在 2012 年、2013 年和 2016 年，广东低度协同的年份最
少，只有 2009 年和 2012 年两个年份。从波动性来看，北京
“三链”协同度的波动性相对最大，其方差为 0． 04，上海和
广东的方差都是 0． 02。

总之，平均来看，各地“三链”都处于不协同状态，各地
“三链”协同度的波动程度都比较大，且不存在直观上易于

图 3 三地科技金融“三链”之整体协同度比较
注: DGS1、DGS2、DGS3 分别表示北京、上海、广东的科技金融“三

链”整体协同度。

判断的规律性，这说明各地“三链”
的协同状况都不稳定，需要大力发展
和改进。这些结果都表明了“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
金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令人欣慰
的是，近年来各地“三链”的协同度
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显然各地都在
积极践行“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的政策。

( 五) 科技金融“三链”之两两协
同度测算

同理，为了更加深入地探析科技
金融“三链”的协同状况，我们以
2008 年为基年，借鉴( 6) 式进一步计算出“三链”各单链两两之间的协同度，结果如表 5 和图 4 所示。

表 5 各地科技金融“三链”之两两协同度

年份
北京 上海 广东

T12 T13 T23 T12 T13 T23 T12 T13 T23

2008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2009 0． 026 1 0． 026 0 0． 022 7 － 0． 004 1 － 0． 003 3 － 0． 036 6 0． 026 6 0． 006 1 0． 014 8
2010 － 0． 022 3 － 0． 018 2 0． 027 6 － 0． 036 3 － 0． 023 6 － 0． 039 2 － 0． 015 7 － 0． 002 2 0． 008 6
2011 0． 026 4 － 0． 004 4 － 0． 027 7 － 0． 009 2 － 0． 006 2 0． 043 2 0． 038 6 － 0． 021 2 － 0． 039 5
2012 0． 034 0 0． 013 6 0． 025 6 0． 043 3 0． 022 7 0． 040 6 0． 053 2 0． 029 6 0． 039 2
2013 0． 041 9 － 0． 001 5 － 0． 003 1 0． 028 1 0． 013 4 0． 049 8 0． 061 6 － 0． 025 2 － 0． 035 1
2014 0． 040 5 0． 016 1 0． 035 8 0． 021 3 － 0． 012 8 － 0． 052 5 0． 043 3 － 0． 025 7 － 0． 054 2
2015 － 0． 016 4 － 0． 008 8 － 0． 013 3 － 0． 022 5 － 0． 017 9 － 0． 032 2 0． 037 4 － 0． 029 8 － 0． 038 5
2016 － 0． 007 6 － 0． 026 0 － 0． 014 1 － 0． 002 9 － 0． 006 3 － 0． 019 7 0． 008 6 － 0． 018 2 － 0． 007 9
均值 0． 015 3 － 0． 000 4 0． 006 7 0． 002 2 － 0． 004 3 － 0． 005 8 0． 031 7 － 0． 010 8 － 0． 014 1
方差 0． 001 0． 000 0． 001 0． 001 0． 000 0． 002 0． 001 0． 000 0． 001

注: T12 表示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协同度，T13 表示产业链和资金链之间的协同度，T23 表示创新链和资金链之

间的协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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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地“三链”之两两协同度
注: T12 表示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协同度，T13 表示产业链和资金链之间的协同度，T23 表示创
新链和资金链之间的协同度。

两两而言:①北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度 T12总体较高，均值为 0. 015 3，远高于产业链与资金链
的 － 0. 000 4和创新链与资金链的0. 006 7，T12在2014—2015年下降明显，但2015年后有回升趋势;相比
之下，北京产业链和资金链的协同度 T13相对最低，2014年以来更是一直在下降，但其波动性最小，方差
为 0. 000。在样本区间内 T12、T13和 T23都出现多次负值，表明“三链”两两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形
成。②类似于北京，上海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度 T12总体较高，均值为 0. 002 2，而产业链与资金链的协
同度和创新链与资金链的协同度都是负值，分别为 － 0. 004 3 和 － 0. 005 8，但 2015 年后 T12、T13 和 T23
三者都有回升趋势。另外，T23均值最低，方差却最大，说明在上海，产业链和资金链之间的协同性相对最
差。在样本区间内 T12、T13和 T23都出现多次负值，表明上海“三链”之两两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也尚未
形成。③广东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度 T12均值为 0. 031 7，远高于产业链与资金链的 － 0. 010 8 和创新
链与资金链的 － 0. 0141，但T12自2013年以来一致趋于下降，而T13和T23近期则有回升趋势。在样本区
间内T12仅在2010年出现一次负值，说明在广东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已呈现低度协同，而T13和T23则出
现多次负值，表明广东产业链与资金链之间以及创新链与资金链之间都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机制。

( 六) 实证结果进一步分析
首先，由上述分析可知，2008—2016 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科技金融“三链”整体协同度平均值

都是负值，即处于不协同状态。尽管系统整体协同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某些子系统有序度的“短
板”，即所谓的“木桶效应”［14］，但由于 2008—2016 年各地科技金融“三链”之单链有序度均值普遍不
高( 详见表 3) ，都在( 0，0. 3］范围内，都属于低度协同水平，似乎都应对“三链”整体不协同负责。但相
对而言，北京、上海和广东都是产业链平均有序度在“三链”中最低，因此，产业链应该对“三链”整体
不协同负更多的责任。

其次，根据序参量有序度的平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产业链”有序度的共同制约因素是 e11 和
e14。关于 e11 有序度的平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是: 0. 108 4、0. 095 1、0. 134 6;关于 e14 有序度的
平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是: 0. 102 9、0. 101 7、0. 055 5。另外，e14 同时也是北京“产业链”最大的
制约因素;上海“产业链”最大的制约因素则是 e11;广东“产业链”最大的制约因素却是 e13，其有序度
平均值仅为 0. 041 7。

再次，就“创新链”有序度而言，北京、上海和广东共同制约因素是 e23和 e24。关于 e23有序度的平
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是: 0. 120 7、0. 041 2、0. 109 8;关于 e24有序度的平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
分别是: 0. 127 5、0. 036 6、0. 108 1。有序度 e24同时也是上海“创新链”最大的制约因素;北京“创新链”
最大的制约因素则是 e21，其有序度平均值为0. 069 0;广东“创新链”最大的制约因素却是 e25，其有序
度平均值仅为 0. 049 6。

最后，就“资金链”有序度而言，北京、上海和广东共同制约因素是 e33和 e37。关于 e33有序度的平
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是: 0. 098 1、0. 159 0、0. 069 8;关于 e37有序度的平均值，北京、上海和广东
分别是: 0. 119 0、0. 069 7、0. 113 6。值得注意的是，e33同时也是北京和广东“资金链”最大的制约因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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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7 则同时是上海“资金链”最大的制约因素。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8—2019 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实证

考察了科技金融“三链”的序参量有序度、单链有序度、整体协同度和单链两两协同度，得到一些新颖
的结论，概述如下:

( 1) 在样本区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在科技金融“三链”协同方面表现并不理想，平均来说，三
地的科技金融“三链”都处于不协同状态。

( 2) 尽管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单链有序度都不高，但产业链表现最差，应该对科技金融“三
链”整体不协同负更多的责任。

( 3) 制约“三链”之单链有序度的主要因素，在各地不尽相同，这些因素凸显其在“三链”协同中
的重要性。

基于上述结论和前面的实证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 1) 统筹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协同发展。各地相关部门要深刻领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自觉学习和运用系统学和协同学的知识原理，不断提
高科技金融“三链”的协同度。

( 2) 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有序性。科学制定产业政策，既要努力弥补供
给侧短板，也要坚决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争取尽快消除产业链对“三链”协同的制约
作用。

( 3) 序参量层面上，针对共同的制约因素，三地都应:着力提高 e11和 e14的有序性，以提高“产业
链”的有序度;着力提高 e23 和 e24 的有序性，以提高“创新链”的有序度;着力提高 e33 和 e37 的有序
性，以提高“资金链”的有序度。

( 4) 就各地不同短板来说:北京还应着力提高 e21的有序性，广东则还应着力提高 e13和 e25的有
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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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Three-chain Synerg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Based on Synergy Degree Model o f Composite System :

A Comparative Empirical Analysis o f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dong
GUO Hongbing1，2，XU Shuyi1，2，ZENG Yuye1，2

( 1． School of Financ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Pearl Ｒiver Delta's Sci-Tech Finance Industry，Guangzhou 51032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ample data from 2008 to 2016，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General
Synergy ( DGS) and subsystem order degree of the“three chains”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dong respectively，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 1)
The“three chains”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the three regions are all in an uncoordinated state on the whole． ( 2)
The order degre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the worst，so it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verall non-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chains”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 3 )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order degree of single chain of the
“three chains”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 1) To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hain，innovation chain and capital chain． ( 2)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 3) Each region should focus on impro-
ving the degree of order of the corresponding order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its own weaknesses．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three-chain synergy; synergy degree model of composite system; order de-
gree; synergy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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